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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经验·方法 

———《极花》与贾平凹的创作视野

程小强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１３）

［摘　要］贾平凹的新作《极花》通过主人公胡蝶的生命遭际暴露了当下中国的人口贩卖、乡村基层政权弱化、都市异化等突
出问题，直面乡土文学在“乡愁”离岸之后的粗鄙，揭示了儒道文化在维系乡村中国常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及无可遏抑地走向

末路的现实境遇。在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深切坚守之外，清晰的参政意识凸显着创作者叙事立场之转变。贾平凹的思考

直面高歌猛进的现代时期乡土中国，显现出创作者刚正为人与真诚为文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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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年代执笔从事文学创作的贾平凹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都能在话题敏锐度与叙事风格上引领

当代文学潮流，比如其基于民间立场对三秦大地之

人事在日常生活中的非常态叙写就开拓了陕西文

学的新维度与新空间，并都被同代及稍后的论者所

及时关注。然而近年来，贾平凹的多部新作部分地

放弃了单纯的民间立场，《带灯》凸显着贾平凹浓厚

的“政通人和”思考与叙事起点。作为２０１６年文坛
盛事之一的贾平凹长篇新作《极花》，问题意识与题

材选取成为该作的最大特点，凸显了贾平凹的官方

立场与知识分子精英使命意识，也在相当程度上凸

显了他放弃了民间立场之后急于向当政者表白的

创作心理。笔者认为，这一选择窄化了其创作视

野，凸显着贾平凹的创作困境。

　　一　中国问题一：人口贩卖

在文学的时代性与超越性之间，贾平凹坚守文

学的时代性立场。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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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小说紧扣时代脉搏，在对时代中国的观察上，他

的问题意识基于微观体验，又极具宏观视野。《极

花》反映了当下中国最令人痛心的人口贩卖尤其是

妇女买卖问题。女主人公胡蝶来自农村，又历经大

城市生活的洗礼，正处青春韶华的她向往并很快融

入现代都市，然又不幸受骗，被贩卖至农村，由此开

启了另一种人生样式，其人生灾难即此开始。在讲

述故事时，作为出色小说家的贾平凹并没有简单照

搬或移植当下中国的社会面相。稍事细读，会发现

作为小说发生场的乡村大地宛如１９８０年代的乡村
中国。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小说所描述

的乡村生产生活场景符合典型的１９８０年代西部乡
村想象与实践。１９８０年代的改革开放成果虽已惠
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城乡，有效缓解了中国农民的温

饱问题，但彼时的广大西部农村与农民的生产生活

并未改观多少。贾平凹对中国乡村的前现代观察

备受诟病，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写真实”原则里，这

样的叙写确乎不真实，这样的有意为之，其初衷在

于夸饰性的拉开当下中国城乡差距，进而呈现人性

悲剧。相较于《极花》的１９８０年代乡村想象，都市
的繁华和现代又足以令人相信这就是时下中国。

贾平凹力图在前现代的场景中放大被贩卖妇女所

经历的深重的人生灾难，以及突出城乡大幅差距对

女主人公胡蝶第一阶段命运塑造所起的决定作用。

这种以时空落差凸显城乡差别的写法在贾平凹的

文学叙事中极少看到，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也不多

见，由此成为贾平凹的叙事创新点。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确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大量的乡村富余劳动

力开始蜂拥入城，最先走出来的一批人多为男性，

在稍后几年里，女性也渐渐加入这一队伍中来。这

些走出家门的女性经城市现代、时尚、摩登的生活

洗礼后，她们很快适应并欣喜地融入城市。当户籍

制度、受教育程度、都市就业门槛、第三产业水平等

制约农民进城的因素在新世纪以来被极大的弱化

之后，尤其城乡差距以断崖式发生在中国内部之

际，乡土中国的灾难之一就是大量适婚女性借进城

务工之风或接受高等教育之机出走而拒绝重返农

村，如贾平凹借黑亮之口道出：“现在国家发展城市

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

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１］８而男性大都在数

年漂泊之后不得不回乡娶妻生子、继承家业、赡养

父母，越是落后、自然条件尤其恶劣的地方更为如

此。另，多有多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

学等层面指出，受传统婚恋观影响，女性择偶嫁强

不嫁弱，从而导致剩男低端化和剩女高端化，剩男

自然多在农村。当正常的婚配因乡村女性资源的

过多流失或自然条件及社会学法则等社会—经济

因素无法实现时，贩卖女性作为恶性代偿应运而

生，胡蝶是为例。贾平凹的观察以１９８０年代的中
国乡村为背景，以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日益突出的中国
问题为导向，叙写了３０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最严重、最恶劣的事件之一。历史地看，中国的很

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解决，唯独人口贩卖问题因

现实需要、乡村发展困境、城乡二元差距拉大等因

素变得尤为棘手，甚至愈演愈烈。作为被贩卖而失

去自由的女性，胡蝶的遭遇极其典型且在在真切，

小说以大量细节再现了胡蝶在精神与肉体上的悲

惨遭遇，呈现着“人在两种文明的格斗中”“的失重

的状态”。［２］《极花》以富有历史感的叙事绘制了这

一时代的“恶之花”，使得贩卖人口问题未停留于现

代传媒所提供的刻板冰冷的文字与视频中，而直抵

中国经验里最真实、最沉重的痛点。

　　二　中国问题二：基层政权

乡土文学除了对作为标识的风俗画、风景画和

风情画的叙描之外，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行为模式

和权力结构往往成为又一叙写重心。在现代中国

时期，乡土社会具有浓重的宗法制政治—经济特

征。在充斥着兵、匪、灾、荒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时

期的乡村社会中，权力中心人物往往勾结私人武装

或政府暴力机构来管控一方百姓，他们大多变为地

方实力派，成为鱼肉一方百姓的直接参与者或幕后

支使者。民国时期的乡村基层政权核心人物往往

流氓化、黑帮化，如在许杰的《惨雾》中，械斗双方的

实际推动者正是两方宗族的主事者。这样的乡村

权力结构到１９４０年代的解放区时得以重大调整，
在翻身农奴把主做的新天地里，乡村政权的核心人

物往往既能顺应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农民政

策需要，也能最大化地兼顾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诉

求。及至“十七年”与“文革”文学叙事中，当农民

的现实利益诉求同中国共产党实施农村管理的政

策有违时，村支书和村长等乡村政权核心人物即无

条件地执行中央和省地的决定，甚或触犯农民的基

本利益，相应的官民冲突大都以某些外力的介入而

终结，或者以违反文学“写真实”为代价，突出农民

们无条件放弃自身利益诉求而认可党的农村政策

的路径。１９８０年代以前，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权毫
无疑问属于党和政府。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改革之后的
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活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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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极大的自主性，村长和村支书对普通百姓的管

控力随之弱化，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的功能相

应褪化。村长等乡村基层政权核心人物对农村生

产生活秩序维护的力度不断减弱，甚至村长因督促

缴纳“皇粮国税”和组织义务劳动而被众农民一再

排斥甚至孤立。在此背景下，村长的地位与权威转

而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顺从这些抬头不见低

头见的众乡民们的意愿，即使因违反政策、不听组

织话等原因被撤职，这些从地方财政并不领取多少

薪金的乡村干部大都不在乎。因此，一些稍有经验

且机敏的村干部普遍选择了以众乡民们的利益为

出发点，再兼顾一点上级政府和组织的各种政令落

实。当上级政府等组织政令有违乡民们的利益时，

这些村干部们对上级政令大都表现出阳奉阴违、得

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正是《极花》

所反映的乡村基层政权生态。

在《极花》中，胡蝶作为被贩卖者的身份已不是

秘密，此事得以长期限定于这个封闭的圈子中除了

当地众乡民完全一致的立场态度外，村长的不作为

和胡作为可谓最重要原因。小说中，村长并不代表

官方利益，这个小乡村成为法外之地在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村长带头履行乡民们的违法之约。在胡蝶

被警察解救之际，正是村长对众村民阻挠行为的积

极协助指挥成为解救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场面。饶

有意味的是，这个落后封闭的乡村只有村长一人家

中有部对外联络电话，村长成为这个村子中唯一能

直通外部的人，但这部电话平日鲜有对公之事，反

倒是村长一再借之行暗中牟利、与她人通奸、中饱

私囊等劣迹。贾平凹意识到当下中国的基层政权

存在着刻不容缓问题：农村基层政权的执掌者整体

法律意识淡薄，当他们失职和不作为之际，乡村就

会沦为法外之地，这势必影响政府公信力与依法治

国的执行力。同样的问题，在解放区以至“十七年”

及“文革”时期鲜有发生，却发生于当下中国的急遽

转型期，发生在时代俨然大踏步前进之后，这点尤

其值得反思与重视。

　　三　中国问题三：异化的都市

贾平凹说他“实在是不想把它（引者按：指小说

《极花》）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

事。”［３］９２《极花》是一个丰富的文本，表面看来，该

作讲述着拐卖妇女的故事，但在事件背后，则是中

国社会当前的各种尖锐问题。贾平凹没有简单、孤

立地看待发生在中国当下农村的惨剧，他的问题意

识异常明晰。频发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除了乡村

基层政权的荒弛外，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都市文

明的弊端和异化。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认为媒介“影响了

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现代传媒进而大大地影

响着社会群体心理、人际关系组合及认知结构。胡

蝶的命运有四次重要转折，第一次为从乡村到城市

的喜悦，第二次为被拐卖至陌生乡村的惨痛，第三

次为被解救返城后的纠结，第四次为重回被拐卖之

地的无奈。“离去—归来—离去”的小说叙事模式

因胡蝶重返被拐卖之地而演变为两个“离去—归

来”模式的叠加，这两个模式中，胡蝶的心境大相径

庭。第一个“离去—归来”模式中，胡蝶带着对现代

都市的憧憬很快适应并欣喜于摩登、时尚、文明的

生活方式，被拐卖之后的胡蝶度日如年，身心遭受

重创，此时她对回到城里寻找“娘”充满期待并为之

不懈努力。第二个“离去—归来”模式中，当胡蝶被

解救回城后，偌大的城市失去了宽容、仁厚、温暖的

一面，胡蝶被拐卖事件仅被众“看客”们当作娱乐传

奇和现代传媒的卖点迭遭无数次“挖掘”曝光。在

母子情的牵绊下，极花看透了城市的冷酷、虚伪和

现代传媒主导下的人际认知与交往结构的异化，后

历经思想斗争毅然返回赤贫的乡村。

鲁迅在近百年之前即已指出“百无聊赖”的看

客成为那些弱者如祥林嫂等人生悲剧的主要推手

之一，这些看客们在咀嚼他人灾难的过程中完成了

自我崇高化，也给自己“百无聊赖”的生活调以些许

娱乐。时至今日，现代传媒却以同样的娱乐化思维

暴露着对个体生命尊严的漠视和相应人文关怀的

缺失：

几天内，出租屋大院就热闹得厉害，一批一批

的人拿着摄影机和照相机，说是电台的、电视台的、

城市晨报的、商报的、经济报的，全要采访。我被安

排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我一遍一遍地说着感谢所

长的话，但他们却要问我是怎么被拐卖的，拐卖到

的是一个如何贫穷落后野蛮的地方，问我的那个男

人是个老光棍吗，残疾人吗，面目丑陋可憎不讲卫

生吗？问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为什么叫兔

子，是有兔唇吗？我反感着他们的提问，我觉得他

们在扒我的衣服，把我扒个精光而让我羞辱。我说

我不记得了，我头晕，我真的天旋地转，看他们都是

双影，后来几乎就晕倒在了椅子上。［１］８８

“双影”既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也是暗示，看客们

的灵魂和身体极易分离。现代传媒关注的并不是

事件本身如何对弱者造成的身心伤害，而是这种伤

害过程是如何提供给现代时期“百无聊赖”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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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娱乐载体，过度细节化的追问凸显着看客们近

乎畸形的猎奇心态和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当

胡蝶的灾难被现代传媒一再咀嚼后，人之为人的基

本尊严全然丧失，此时，她返回被贩卖之地或许为

了亲情，但只有这个落后封闭的乡村世界方才给予

胡蝶以生者尊严和基本尊重。尽管贫穷，但并不卑

微，有尊严的活着才是第一要义。贾平凹就此提出

现代都市文明病与人的异化问题。

　　四　去“乡愁”之后的粗鄙

贾平凹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并未就此结束，除了

面相上的人口贩卖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基层政权

和异化的都市等问题，作为一个真正的“地之子”，

贾平凹的思考和时代同行：“展现了物化时代下人

的精神世界的迷乱和焦躁，人的欲望的膨胀和人性

的粗鄙，但他们更将笔触深入到人类终极价值的探

求，表现现实状态下人性的焦虑、空虚、绝望等精神

困境，尤其凸显人性中的神性逐渐被物质化侵蚀后

显露出来的凡俗的一面”［３］，批判性地呈现了乡村

中国落后粗鄙的一面。即胡蝶所言：“我厌烦着村

里人，他们这样的丑陋，我不爱这里，所以一切都混

乱着，颠倒着，龌龊不堪。”［１］４９在贾平凹看来，改革

开放形成的巨大经济红利和乡土中国并无多少关

系。而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乡村平民的物质生活粗

鄙不堪、精神生活让人难以忍受。《极花》对乡村世

界的观照，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人物面相上的丑陋不堪。胡蝶被贩卖到

这个名叫圪梁村的乡村时，在城中长相平平的她很

快被公认为全村的大美女。这个乡村除了物质上

的极度贫穷外，人们长相普遍不佳，即如胡蝶所视：

“他们差不多全是柿饼脸，小眼睛，似乎是一个模子

里倒出来的，只是高低胖瘦不同。”［１］４９如老老头的

形象：“这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动作迟缓，面无

表情，半个脸全被一窝白胡子掩了，我甚至怀疑过

他长没有长嘴。”［１］６村子里五六十岁的妇女不修边

幅，经常“蓬头垢面”，立春的形象：“又黑又粗，脸

上还有条疤”。［１］１５即以这些小人物的名字或外号如

张耙子、黑子、猴子、矮子、麻子婶、半语子、三朵、王

结实等而言，他们的身体总在不经意间致残，性情

远非常人可比，凡此种种。乡村子民在生命的彪悍

与粗犷的力度背后仍然脆弱，他们的生死多悬于一

线，卑微、粗糙且委屈的生活成了他们一生无法逾

越的坎。贾平凹的叙写当然有源于对黄土高原大

部分贫瘠乡村的观察，但如此描写或也有夸饰成

分，当然这不是作者的独创，如现代时期就有鲁迅

笔下的阿Ｑ的形象、老舍笔下令人无法忍受的虎妞
形象，以及张爱玲对浙江乡村的普通小人物在面相

上的丑化讥嘲，贾平凹接续这一讽刺文学传统。在

对小人物基于面相的讥嘲与批判基点上，贾平凹更

接近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叙写的“爱之深、责之

切”传统，而非老舍、张爱玲和钱锺书等作家基于阶

级、出身等因素对其笔下主人公在面相上的刻薄

以讽。

第二、乡村精神世界的批判性呈现。面相丑陋

等外在形象不佳的原因，除了当事人遭遇突发事件

之外，更多来自于遗传，身体发肤毕竟受于父母。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贾平凹绝不会反复纠缠于人

物面相上的丑化叙描，作者更关注着这些乡村子民

的精神世界。小说中，乡村男光棍太多，他们的荷

尔蒙会在不经意间急遽飙升，黑亮对胡蝶从占有不

得到历经波折最终占有的过程不是一个人或一个

家庭内部的事情，而是众乡民们的荷尔蒙一次次集

体释放的过程。从胡蝶逃离失败给予众光棍发泄

契机直到最后黑亮强暴胡蝶之际，多位光棍合力襄

助顺带狂欢兼带发泄的过程无不构成乡村中国隐

秘的性暴力场景，浸透着乡村平民世界的隐秘心

思。尤其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荷尔蒙在飙升，

光棍们更以恶俗的语言想象或意淫来一次次释放

自身之欲，即使身为一村之长，也在借手中可怜巴

巴的一点权力私会一个罗锅只为泄欲。找老婆成

为这个村子里光棍们的第一要义和焦虑点。生于

贫瘠之地的他们对所有事情都已淡然，唯独对如何

诱骗、拐卖及强迫女性等与性有关的内容充满了丰

富的想象和炽烈的激情。如小说借立春和腊八兄

弟前后共事一妇的行为，贾平凹对他们既想满足欲

望，又要顾全经济利益而做出的荒唐选择严厉批

判。即如胡蝶发现“这个村子里其实有些人并不是

人，不是外人给他们强加的，而他们自己也承

认”，［１］５４这里的人乏人性而多兽性。关于这点，贾

平凹几乎写出了乡村世界所有的恶俗面，包括他们

的生活观念和手段，如当极度贫瘠的乡村大地仅有

一丝种植血葱可发家致富的机会时，包括村长在内

的几位合伙人之间相互倾轧，乡村表面的团结在利

益诉求面前薄脆如纸。相较于作者近年来的力作

《秦腔》《带灯》《老生》等，《极花》之于贾平凹在紧

扣时代中国脉搏、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髓的力

度上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乡土中国意象的现代主义特征。“乡愁”

逐渐褪去之后，乡村不再成为知识分子最后的精神

家园，一代走出乡村来到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们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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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了”。２０世纪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作家们从
满蕴着乡愁到乡愁全无，无不伴随着现代化和都市

文明对乡土中国的浸渗，１９８０年代的《哦，香雪》所
提供的纯美乡村只在记忆中。贾平凹叙写的乡村

彻底斩断了知识分子的“乡愁”情结。如“炊烟由

白变黑，从窑门口涌出来流向硷畔沿，那里荆棘乌

黑，晃动着挂着的塑料袋和纸屑。到处都有着尸

体，到处都有亡灵在飘浮。我看着各个窑洞门，那

真的不是我在窑窗里看成的蘑菇状了，是男人的生

殖器，放大的生殖器就竖在那里”［１］３３，“有一天下

午，天上的云全变红了，像燃了火，麻子婶就剪出了

一棵树。整个画面是一棵枯树，以树干为中轴线，

两边枝干对称伸开，而根部又如人的头部或鼻头，

显得朴拙又怪诞，树枝间有产生旋转感的菊花纹，

也有飞翔跳跃的小鸟。更奇异的是无数的小黄蜂

布满于枝枝干干，并随着树的枯洞如血流一样飞

舞，我看着都能听到一种嗡嗡的蜂鸣声”［１］６８。看似

充满生机，但整个画面状如世界末日来临。乌鸦、

蚊子、老鼠、枯花、枯树、荒原、废井、尸体、亡灵、古

磨盘、血流、狐狸等意象无不具备象征主义等现代

主义文学的局部特征，贾平凹借２０世纪中外文学
成熟且已定型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如

积极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等艺术表现手法，糅合客

观对应物、陌生化等叙事手法，来表现荒诞、变形、

异化了的生命形式，抒发人类（按：此处的人类当然

不仅仅是乡村平民，贾平凹对现代都市的人与物的

批判力并不弱）存在的终极虚无与荒诞。

　　五　儒道文化与乡村秩序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期与
问题多发期同步，前述贩卖妇女、基层政权、异化的

都市、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已然普泛化。小说中的

圪梁村已经完全跟不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外部世界

的翻天覆地与圪梁村竟毫无关系，若说有点关系，

就是圪梁村最后的自然资源被再三掠夺（按，极具

反讽意味的是，这里的特产血葱因具有壮阳功能备

受城里人青睐而多被销往城里，各村民自家留下的

不多血葱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收藏而已，适龄女

性的流失和血葱的外销是对这个村子最大的反讽。

另一方面，这点暗示了贾平凹笔下的城里人明显阳

气不足，亟需壮阳）。封闭的圪梁村并不是桃花源，

而是灾难重重，适龄女性大量流失，光棍越来越多，

自然灾害频发，人的生命异常脆弱，大部分农民挣

扎在生死线上。但作为一个主体，圪梁村却以自己

独特的方式维持着乡村世界的一体稳定性。作为

一个小集体，如何管理与引导众乡民的生产生活秩

序可谓重中之重，这关乎圪梁村小世界的绝对稳

定。如此封闭又落后的乡村世界，现代法治与现代

政府管理完全不能进入并对之产生一点影响。圪

梁村的前现代落后封闭特征也使其对现代社会的

组织与物质依赖度极低，相应的组织动员主要依赖

中国乡村宗法制的话语资源之一与变体：儒道思想

文化在教化引导乡土子民上的巨大影响力。此或

为小说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老老头的形象来源

及意义所在。

老老头作为圪梁村最具威望的长者，其威望远

超乡村基层政权代表———村长，村长遇到人事纠葛

束手无策之际也要寻求老老头的支持。老老头信

奉“德孝仁爱，信义和平”，可以说，正是老老头基于

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坚守维持了整个圪梁村的稳定：

每每在乡村人事纠葛面前，老老头一再力主以仁爱

德信治理和面对。在有效平定此地人事纷争中，年

事渐长的老老头的地位逐渐无人可替。就治世的

日常生活而言，老老爷的选择确乎合理、可行，即如

张爱玲所言：“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

粮食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４］

在封建王朝悠长的治世和衰世，儒家道德观成为主

宰大多数中国人行为的规范性纲领，由此被封建王

朝的统治者奉为圭臬，这套机制在当下中国尤其是

偏远穷之地并未失效。老老爷深谙此道，所以他对

儒家的“德孝仁爱，信义和平”维护是带根本性的。

但一旦圪梁村及乡民们遭遇重大灾难之后，这一套

儒家道德的约束、规范、指导性力量便退居幕后，代

之以极具神秘主义的占卜、预测和点化之事功。这

些事功具有三重作用：防患于未然、安抚现实灾难、

顺从天命讲宿命。实质上，这正是《周易》诞生以来

最重要的功绩：规避人事风险、应对外部灾难、升华

精神苦难。道家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个

体、人生、民族以至家国在灾祸面前维系生存常量

的依据，相应的消极应对方式似带阿 Ｑ精神因子。
所以，在《极花》的儒道文化中，表面看来是儒家思

想维系家国天下的努力，实质上是道家文化如何面

对灾难和人生困境的应对之道在起作用。老老头

身上体现了这种儒道文化的统一与分裂、肤浅又神

秘的矛盾。可以说，《极花》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思

想以维护现存乡村治理秩序。但当仅靠儒家思想

抽象的道德观念无法有效地维系乡村世界的基本

秩序时，贾平凹即力倡道家文化的阴柔之功：针对

于乱世和衰世之际面对灾难，谋求个体顺从命运，

提高个人在灾难面前的耐受度。在此情形下，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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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众乡民们大多能以屈顺求全的人生姿态面对

灾难和困境，即逆来顺受于环境而不是绝地反抗。

从《秦腔》对城乡二元结构土崩瓦解的敏锐，到

《带灯》对“政通人和”的官方立场应和，再到《极

花》对乡村世界的全面观照，问题意识明晰、热点把

握得当、火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是为重要特点，

贾平凹的文人家国天下与议政意识明晰，对中国社

会当下社情民意的把脉或也别有所托了，给当政者

看的创作心理也愈发明了。这正是贾平凹创作的

最重要隐秘心思，也是作者的一惯立场。但是当急

遽的现代化一再拉大中国的城乡差距，矛盾或在中

国乡村大地上长期存在时，贾平凹的创作困境也异

为明显。如何面对矛盾，如何处理矛盾，如何面对

社会底层民众的不满和骚乱，贾平凹提供了带灯这

样的乡镇干部和老老头这样的民间智者与尊者。

这样的尝试可敬可畏，但中国棘手的农村问题不是

他们所能挽救得了的。所以，年轻的带灯和已至暮

年的老老头的人生理想注定无法实现（按，即以关

陇方言中的“老”字内涵而言，“老”除了指年龄大

之外，也有死去的意思。老老头的第一个“老”字，

即暗指死去之意），甚至在暴风骤雨中连他们也泥

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贾平凹的创作有着浓重的问题意识，真正发掘

出现代化光鲜亮丽背后的中国经验：“还有谁理会

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

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

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

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

是最后的光棍”，［３］９２“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

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

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

么，还活着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

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

一座活的火山。”［３］９２这些经验不同于当下底层文学

对进城农民的关注，不同于后革命时代日常生活的

新写实，更不同于对现代化时期知识精英层的批判

或膜拜，也不存在揭商场或官场之黑幕。贾平凹的

叙事重提乡土中国在现代化时期的破败感、归属

感、存在感等命题，在新的背景下给乡土文学经验

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乡土文学在当下中国发展的

新阶段。贾平凹不像当前的底层文学作家们对乡

土中国的“变”量关注，而是对其中的“常”量做出

了合乎历史又极具时代感的阐发。这些阐发直面

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时期的乡土中国现实，显现出创

作者刚正为人与真诚为文的勇气，见证着时代

良知。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现代性视野下的中国文学
研究重提文学性、审美性和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视

野及立场，有关启蒙文学和国民性批判的文学叙事

逐渐式微，在此背景下，超越性被当作文学创作的

最重要价值与意义，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钱锺书、

张爱玲等作家被发明为极具超越性文学视野的典

范。当一再鼓吹文学的超越性、过分强调作家创作

中的“哲学、宇宙、文学”建树之后，漠视和疏离的正

是作家对现实的担当情怀和中国文学最伟大的传

统之一———人文关怀精神。对“政治、国民、历史”

立场的再三拒斥正是文学家社会责任和基本为文

底线一再下滑的结果。贾平凹的创作尤其近作无

不把住时代脉搏，真正体现了一个现代又传统、保

守而不顽固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情怀与济世意

识。如《极花》后记言：“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

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人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

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

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

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

成了作家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

这样品种的作品。”［３］９３－９４文学不是给现代化的社

会擦脂抹粉，不是歌当权者之功、颂为政者之德的

廉价工具，刻意粉饰太平迎合主流话语反倒显现出

创作者为人与为文的深刻缺陷。贾平凹的创作给

当代中国提供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注定要让我们

时代中最为不堪的一面大白于天下，给我们的文学

发展以深刻的警示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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